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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迁移与健康
———基于迁移地点的 Panel 证据

秦立建 王 震 蒋中一*

摘要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从迁移地点的角度研究了迁移对农民工自评健康

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到外省的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状况存在显著负面影响，而省内的迁移

对农民工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地区分割对迁移人群健康的负面影响日渐凸显。迁移地

点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应尽快消除

地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流动市场; 社会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应尽快提高统筹层次，

实现异地转接以及城镇医保与新农合之间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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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和经济快

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务院，2006)。近年来，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成为学术界和政策

制定者颇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原因，一是健康本身的重要性。健康不仅是重要的人

力资本( Grossman，1972) ，而且其本身也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之一。二则在于迁移与健康

之间的复杂关系。多个学科的研究表明，健康不仅影响迁移决策，而且迁移也对健康产

生影响( Hull，1979)。第三，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中国还存在以户籍制

度为标志的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这给中国农民工的迁移行为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增加

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国外对迁移与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健康效应”( Immigrant Healthy Effect，

IHE) 的研究上 ( McDonald and Kennedy，2004; Antecol and Kelly，2006; Chiswick et al．，
2008; Noymer and Lee，2013)。这些研究认为，移民(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

移民) 的健康状况在移民之初普遍好于本地居民。这主要是由于移民的自选择行为导

致的，即那些健康状况较好的人更倾向于移民。然而，新移民的健康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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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而 恶 化 ( Findley，1988; Salant and Lauderdale，2003; Pylypchuk and Hudson，2009;

Feletcher et al．，2011; Gimeno-Feliu et al．，2013 ) ，其原因可以归结于职业损害、工作压

力，以及无法有效利用流入地的医疗卫生服务等。这些研究多采用 Panel 数据解决模型

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恶化的移民，可能发生回流的现象( Palloni
and Arias，2003; Blair and Schneeberg，2013)。

移民健康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间迁移上，多数是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的

迁移。对于国内迁移对迁移者健康的影响，虽也有一些，但相比较而言并不多。相比于

国际间的迁移，国内迁移有许多不同之处，其对健康的影响机制及结果也自有其特征。
首先，国内迁移所面临的约束性条件较国际迁移少; 其次，对于大部分国家的内部迁移

而言，语言障碍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再有，相比于国际迁移，国内迁移面临的文化、制
度等障碍较少，迁移者的心理和生理适应问题较少。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国内迁移

对迁移者健康产生的影响比较复杂。Lu( 2008) 对印度尼西亚乡城迁移人口健康的研究

表明，迁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随着迁移类型和健康测度的不同而不同。Benyoussef
( 1974) 在塞内加尔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农村中的未迁移者，迁移到城市地区的农村移民

面临更多的健康风险，一些疾病的发病率要高于农村中的未迁移者。Lu( 2010) 使用印

度尼西亚 1997 年到 2000 年的 Panel 数据的研究显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对迁移者的

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对生理健康却没有影响。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问题的日渐凸显，国内对农民工健康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朱玲

( 2007，2009) 研究了职业健康和劳动时间对农民工的影响，发现农民工普遍缺乏劳动保

护，超时劳动现象非常严重。刘生龙( 2008)、苑会娜( 2009) 和解垩( 2011) 分析了健康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健康状况对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有显著影响，而对城镇劳

动力几乎没有影响; 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较好。刘晓昀( 2010) 研究了农民

工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健康的影响，总体来看，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可以提高家庭其他成

员的健康，但是男性农民工外出务工可以显著提高家庭成员的健康，而女性农民工外出

务工，则显著降低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Chen( 2011) 在北京市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

中国国内农村迁移人口的移民健康效应，结果表明在心理健康方面不存在移民健康效

应，但是在自评的生理健康方面存在移民健康效应。
国内这些研究多是从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面影响进行的分析。但是，我们注意

到农民工的迁移一般都是从经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医疗资源可及性也较高，公共卫生知识

和公共卫生服务较为普及，这些都有利于农民工的健康。农民工迁移的健康效应既包

括负向效应，也包括正向效应，其总效应如何是一个经验研究问题。但是，在经验研究

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迁移决策与健康的内生性，健康状况良好者更倾向于迁移且其迁

移距离也更远( Chiswick et al．，2008)。而由于农民工就业的流动性，寻找合适的、具有

代表性的农民工迁移与健康的数据又相对困难。因此，基于大规模的调查数据，对农民

工迁移的健康效应进行经验判断的研究比较少见( 朱玲，2009)。
基于此，本文使用农业部农村固定观测点 2003—2007 年的 Panel 数据，使用固定效

应 Logit 模型以消除选择性偏误，从迁移地点的角度分析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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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本文余下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分析框架与计量模型的设定; 第三部分为数据介

绍与变量描述统计; 第四部分为估计结果与解释; 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的讨论。

二、分析框架与模型设定

我们观察到的农民工迁移之后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效应: 一是负向

效应; 二是正向效应; 三是选择效应。迁移人群迁移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地点后，对其健

康的负面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不仅工作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而且交往人群、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原先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居住生活方

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和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对迁移人口带来心理和生理上的不

适应，从而对其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Benyoussef，1974; Chiswick，et al．，2008)。除此

之外，对农民工健康状况产生负向效应的因素，一是农民工的就业、工作和生活环境。
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层次低，非正规就业比例高，工作环境恶劣，超时劳动普遍，这些都

不利于其健康( 朱玲，2009)。二是农民工在迁移地的社会保障覆盖较差。囿于我国城

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割，那些跨地区迁移的农民工，很少能够被迁移地的社会保障所

覆盖。即使一部分农民工可以跨区参加社会保险，但是因为我国社会保险的可携带性

较差，这部分参保农民工也极少可以将迁移地和原居住地的社会保险进行跨区转移( 邵

长龙和秦立建，2013)。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民工直接暴露在各种健康风险之下，从

而导致其健康状况恶化。
迁移对农民工的健康也存在正向影响。首先，农民工的迁移一般是从经济落后地区

向经济发达地区的迁移，迁移之后收入水平相对提高，从而对健康产生收入效应。其次，

迁移到大城市和城镇地区后，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得性提高，农民工获得更好的医疗卫生服

务的机会增加，从而有利于其健康状况。再次，农民工迁移到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

市，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状况较好，从而有利于其健康。农民工的

迁移对健康状况的正向效应在已有研究中还较少见。从国外一些相关研究来看( Lanska
and Peterson，1995; Blair and Schneeberg，2013) ，迁移对健康的正向效应是存在的。但是，

国内对农民工迁移对其健康的影响，多从负面角度分析，甚少涉及正向影响。
上述迁移对健康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是迁移对健康的“真实”影响。但是，在迁

移地点选择与健康之间还存在着“选择效应”，即健康在迁移地点选择的决策中是内生

的，一些不可观测因素既影响健康也影响迁移地点的选择，那些选择迁移的农民工其健

康状况本就较好。这一点已被大量文献所证实( Chiswick et al．，2008; Noymer and Lee，

2013)。因此，我们观察到的农民工迁移后的健康状况应该等于负向效应、正向效应和

选择效应之和( 式 1)。而“选择效应”不是迁移对健康的真实效应，因此在估计迁移对

健康的真实效应时需要将选择效应剔除。而如何剔除选择效应，则一直是研究迁移与

健康关系的一个重点问题( Lu，2010; Ｒubalcava et al．，2008)。

{THE
总效应

{= Negative E
负向效应

{+ Positive E

         正向效应

真实效应

{+ Selective E
选择效应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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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估计中，根据 Grossman( 1972) 健康需求理论，标准的健康需求模型如下:

Healthi = β0 + βiXi + εi ( 2)

式( 2) 中，方程左边的 Health 表示第 i 个人的健康状况。解释变量向量 Xi 包括个人特

征、家庭特征以及迁移者的收入和就业特征等，εi 其中迁移地点也包括在内。εi 是随机

误差项。
在一般的观察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可能是外出务工流动距离较远者或在城镇地区、

大城市务工者，其健康状况较好。但是，这并不表示迁移地点越远其对健康的真实效应

为正。其背后的原因就是选择效应的存在，即在迁移决策中，那些健康状况较好者有更

高的概率选择迁移到更远的地点或迁移到大城市。在经验估计中，采用横截面数据对

式( 2) 进行估计时，由于选择效应的存在，迁移地点对健康的影响将会出现有偏估计。
在经验估计中，解决选择效应通常有三个方法: 其一是采用工具变量法 ( Green，

2003; 赵忠，2005) ，合适的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与模型中的因变量不相关但是与内生

性解释变量相关这两条件，这往往依赖于数据本身的结构以及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其

二是 Heckman 两阶段方法 ( Heckman，1979; 魏众，2004 ) ，采用逆米尔斯比率 ( Inverse
Mills Ｒatio) 进行矫正。其三是采用 Panel 数据进行估计，消除由于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

选择偏误( Chiswick et al．，2008; Pylypchuk and Hudson，2009; Feletcher et al．，2011)。Pan-
el 数据的优点是能够矫正横截面数据进行估计时不可观测的个体特质造成的偏差。本

文将利用农业部农村固定观测点 2003—2007 年度共计 5 年的 Panel 数据，采用固定效

应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外出务工迁移地点和距离以及就业地点的城乡差异对农民

工健康的影响。
Logit 模型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其具体形式如式( 3) 所示:

Pi = F( Ti ) = F( γ + θHi ) = 1
1 + e － Ti

= 1
1 + e － ( γ + θHi)

( 3)

上式中的 e 代表自然对数的底，对于给定的 Hi，Pi 则是个体做出某一个特别选择的概

率。上式变换则可得式( 4) :

Li = ln
Pi

1 － P( )
i
= Ti = γ + θHi ( 4)

上式中的因变量是做某一特别选择的机会比的对数，L 被称为 Logit，因此这一模型被称

为 Logit 模型。本研究使用的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如下:

yit = β0 + β1Πit + β2Zit + μi + νit ( 5)

式( 5) 中的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农民工个人和不同时期; y 是基于自评健康状况构建的

二值变量，健康状况较好者，赋值为 1，较差者则为 0; Π 是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

和社区特征变量向量; Z 是农民工的流动距离和就业地点的城乡差异特征变量向量，是

本文关注的关键变量; μi 是个人固定的但是无法观察的个体特征对健康的影响; νit代表

随机误差项。
本文将首先使用混合横截面数据，用 Logit 模型对式( 5) 进行估计。接下来使用平

衡的面板数据，用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对式( 5) 重新进行估计，考察农民工迁移地点对其

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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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与变量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测点 16 省区的年度跟踪调查数据。根

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选取了 2003 年度至 2007 年度即跨度为 5 年的 Panel 数据，考

察在一个中期即 5 年的时间内，农民工的迁移和就业地点对其健康的影响。研究样本

分布于东、中和西部地区的 5、6 和 5 个省区，具有良好的全国代表性。跟踪调研数据涵

盖农民工详细的外出务工地点等社会经济指标，满足本文的分析需要。根据本文的研

究目的，遵循 Bowlus and Sicular ( 2003) 和 Glauben et al． ( 2008) 的思路，本文选取 16—
65 岁处于劳动力年龄段( 非在校学生)、并且每年外出务工时间不少于 30 天的农民工

作为研究样本，最终获得研究样本共计 17 633 个。
迁移对健康的影响是多角度的，本文的视角是从迁移地点来分析迁移对农民工健

康的影响。从对健康产生影响的角度，迁移地点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 一是距离原

居住地的行政区划距离。从这个维度，迁移地点可以分为本乡外村、乡外县内、县外省

内、外省以及境外。二是迁移地点的城乡差异。从这个维度，迁移地点可以分为农村和

城镇。这两个维度的交叉又可以将迁移地点分为本乡外村、本县外乡、外县农村 ( 省

内)、外县城镇( 省内)、本省省城、外省农村、外省城镇、境外八类。迁移地点的划分主要

考虑到如下对健康的影响因素: 第一，迁移地点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不仅对农民工的健

康产生收入效应，而且还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职业等密切相关，与农民工可以接触

到的公共服务等密切相关; 第二，迁移地点与原居住地的距离，距离的远近与农民工对

迁移地点的心理和生理上的适应至关重要; 第三，之所以使用行政区划距离而不是绝对

距离，除了数据本身限制外，还考虑到仍然存在的地区之间的行政分割对农民工健康的

影响; 第四，迁移地点城乡之间的划分，则是考虑到我国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对农民工

获得公共服务的影响。
表 1 显示了在不同的划分标准下，农民工迁移地点的分布情况。从行政区划的迁

移地点来看，省外所占比例最高，为 29． 32%，其中 5 年内曾经在省外打工者的比例为

33． 69% ( between percent) ，在曾经到过省外打工者中，有 80． 45% 的人一直在省外打工

( within percent)。本县外乡的比例较低，为 22． 36%，5 年以来一直在本县外乡打工的比

例也较低，为 71． 321%。也就是说，省外打工者较为稳定，迁移地点的变动较小; 而本县

外乡打工者的变动幅度则较大。从城乡之间迁移地点的划分来看，农民工的分布较为

均衡，且 5 年内的变动幅度也差别不大。将行政区划距离和城乡的划分标准交叉，那么

外省城镇打工的农民工比例最高，为 25． 60%，其次为本乡外村和本县外乡，分别为

23． 35%和 22． 36% ; 占比较低则是境外、外县农村和外省农村。
关于健康的测度是健康经济学研究的难点之一。从现有文献看，有多种健康测度

指标，包括身体质量指数 ( body mass index，BMI)、年龄别体重和身高 ( height for age，

weight for age)、健康调整生命年( health-adjusted life years，HALY)、伤残调整生命年( dis-
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 和生活质量指 标 ( quality of well-being scale，QWBS )

等。根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我们采用自评健康状况。自评健康的缺点是结果往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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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民工迁移地点的分布

overall

Freq． Per． ( % )

between

Freq． Per． ( % )

within

Per． ( % )

按行政区划划分的迁移地点 本乡外村 6 248 23． 35 2 855 34． 69 76． 82

本县外乡 5 984 22． 36 2 607 31． 68 71． 32

本省外县 6 681 24． 97 2 676 32． 52 72． 74

省外 7 844 29． 32 2 772 33． 69 80． 45

合计 26 757 100 10 910 132． 58 75． 43

按城乡划分的迁移地点 农村 13 423 50． 17 5 195 63． 13 85． 36

城镇 13 334 49． 83 4516 54． 88 84． 03

合计 26 757 100 9 711 118． 01 84． 74

按行政区划距离和城乡划分 本乡外村 6 248 23． 35 2 855 34． 69 76． 82

的迁移地点 本县外乡 5 984 22． 36 2 607 31． 68 71． 32

外县农村 585 2． 19 335 4． 07 53． 73

外县城镇 2 988 11． 17 1 378 16． 75 64． 27

本省省城 3 108 11． 62 1 319 16． 03 66． 78

外城农村 606 2． 26 365 4． 44 55． 29

外省城镇 6 851 25． 6 2 464 29． 94 77． 66

境外 387 1． 45 150 1． 82 76． 44

合计 26 757 100 11 473 139． 42 71． 72

到被访者个人的主观影响，但是其优点是能够系统的评价受访者个人的健康状况，因此

在健康经济学研究中经常被采用( 齐良书，2006; Feletcher et al．，2011; Noymer and Lee，

2013)。在数据问卷中，健康分为五个等级: 优、良、一般、差、丧失劳动能力。在原始数

据中，农民工回答健康状况为“优”者所占比例超过了 50%。这使我们认为存在对自我

健康评价的高估。因此，我们将健康状况为“优”者设定为健康状况良好，其余四个层

次———良、一般、差及丧失劳动能力设定为健康状况较差。这样得到健康状况的二值变

量( = 1，为好; = 0，为差)。当然，从健康评价的相对意义而言，这一变换并不影响我们

的主要结论。
农民工自评健康显示( 见表 2) ，总体而言，认为健康状况为好的比例为 54． 04%，认

为差的比例为 45． 96% ; 在 5 年中曾经认为身体状况好者所占比例为 67． 2%，其中

80． 46%的被调查者的身体状况一直为好。从迁移地点与农民工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

看( 见表 3) ，若以城乡来划分迁移地点，那么迁移到城镇的农民工认为健康状况好者所

占比例为 71． 03%，高于迁移到农村的。若以行政区划距离划分迁移地点，那么随着行

政区划距离越远，则自评健康状况为好的比例越高。以城乡和行政区划距离交叉划分

的迁移地点虽然较为复杂，但也可以发现这一趋势，即行政区划距离越远，则健康状况

越好，迁移到城镇地区的健康状况越好。从这一结果来看，似乎迁移到距离较远的城镇

地区对农民工健康有正向影响。但是，这一结果也可能是选择效应的结果，即那些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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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远地区城镇的农民工本来健康状况就较好。

表 2 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
overall

Freq． Per． ( % )

between

Freq． Per． ( % )

within

Per． ( % )

差 40 234 45． 96 10 582 60． 13 76． 38

好 47 298 54． 04 11 827 67． 2 80． 46

合计 87 532 100 22 409 127． 33 78． 54

表 3 农民工迁移地点与自评健康状况

按城乡划分

迁移地点 百分比( % )

按行政区划距离划分

迁移地点 百分比( % )

城乡和行政区划距离划分

迁移地点 百分比( % )

农村 65． 47 本乡外村 62． 37 本乡外村 62． 37

城镇 71． 03 本县外乡 69． 52 本县外乡 69． 52

本省外县 69． 69 外县农村 58． 97

省外 70． 69 外县城镇 71． 98

本省省城 69． 51

外省农村 63． 58

外省城镇 71． 15

境外 73． 64

合计 68． 24 合计 68． 24 合计 68． 24

注: 表中数据为选择“好”的比例。

除了主要关注的迁移地点对健康的影响外，本文还选择了如下三组控制变量: 一是

个人特征变量; 二是收入、就业和消费方面的变量; 三是家庭特征变量。个人特征变量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年限以及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男性与女性之

间在健康行为和健康评价方面都有明显差别，因此需要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在固定

效应估计中，由于性别不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删掉性别变量。同时，为了考察迁移地点

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我们将分别估计男性和女性的健康方程。随着年龄的

增长，健康将加速折旧，导致健康水平下降。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更多

的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生产效率，改善健康状况( Blair and Schneeberg，2013)。职业培训

对健康的影响，其机制类似于教育，参加职业培训可以获得更多生产环境、生产安全等

方面的知识，从而有助于抵御健康风险。从描述统计看( 见表 4 ) ，男性和女性分别占

53． 28%和 46． 72%。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42． 98 岁。这与其他的一些农民工调查相比

(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平均年龄稍大，其原因在于本项调查是基于流出地的调

查，包括了许多在本地( 村外) 就业的农民工，而且外出就业时间定义为 30 天以上。而

其他调查一般是基于打工地进行的调查，外出就业时间定义为 6 个月以上。农民工的

平均教育年限为 6． 61 年，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只有 6． 99%，这表明农民工的人力资

本积累还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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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分类变量( % ) overall between within 变量 连续变量 Mean S． D．

性别( = 1 男性) 0 46． 72 46． 73 100 年龄( 岁) overall 42． 98 15． 51

1 53． 28 53． 27 100 between 14． 95

合计 100 100 100 within 4． 11

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 0 93． 01 96． 21 96． 75 年龄平方 overall 2 087． 88 1 360． 2

1 6． 99 10． 84 63． 78 between 1 305． 99

合计 100 107． 06 93． 41 within 379． 86

干部户 0 91． 74 94． 55 97． 03 教育年限( 年) overall 6． 61 2． 73

1 8． 26 12． 27 67． 35 between 2． 74

合计 100 106． 82 93． 62 within 0． 83

信教户 0 92． 62 94． 37 98． 19 老人个数 overall 0． 27 0． 58

1 7． 38 9． 81 74． 81 between 0． 52

合计 100 104． 18 95． 99 within 0． 24

少数民族户 88． 62 89． 43 99． 18 小孩个数 overall 0． 19 0． 43

11． 38 12． 67 89． 23 between 0． 35

100 102． 1 97． 94 within 0． 25

职业 1 69． 68 80． 68 85． 87 人均耕种土地 overall 2． 61 4． 2

2 20． 02 29． 82 67． 29 面积( 亩) between 3． 24

3 3． 28 5． 89 55． 15 within 2． 67

4 1． 49 2． 55 58． 39 人均居住面 overall 35． 11 48． 08

5 5． 53 10． 89 54． 33 积( m2 ) between 30． 24

合计 100 129． 84 77． 02 within 37． 34

行业 1 60． 58 70． 74 84． 74 打工收入 overall 8． 46 0． 94

2 10． 68 18 59． 53 ( 对数) between 0． 88

3 5． 64 10． 65 52． 46 within 0． 51

4 2． 71 4． 61 58． 3 打工花费 overall 3． 35 3． 14

5 9． 01 15． 12 60． 36 ( 对数) between 2． 14

6 11． 38 21． 2 56． 3 within 2． 67

合计 100 140． 32 71． 27 家庭人均消费 overall 7． 64 0． 77

支出( 对数) between 0． 64

within 0． 44

注: 在 0-1 变量中，=1 为“是”; 在性别中，=1 为“男性”。职业根据原始问卷和本文需要分为 5 类: = 1 为家庭经

营者，包括农业和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者; =2 为受雇劳动者; =3 为个体私营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经营者; = 4 为乡村及

国家干部，包括科教文卫工作者; =5 为其他。行业分为 6 类: = 1 为农业; = 2 为工业; = 3 为建筑业; = 4 为运输业;

=5为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 =6 为其他。外出打工收入和打工花费为外出者个人在外打工的收入和花费。

第二组为收入、就业和消费方面的变量，包括外出打工的年收入、外出打工的年花

费，以及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在就业方面，则是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和所在行业。此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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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打工收入和花费为打工者个人在外打工的收入和花费，不是家庭平均的打工收入

和打工花费。而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则是从家庭角度计算的消费支出。打工收入和打工

花费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在外工作的生活水平，特别是营养摄入，从而影响其健康; 而家

庭消费支出则直接反映了农民工家庭中的营养摄入状况。此外，高收入的工作岗位要

求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身体健康者的劳动生产率高于身体较弱者; 但是，从事高收入

岗位所需的劳动强度较大，可能对健康的损害程度更大。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和所在行

业与特定的职业和行业健康风险相关，从而对健康产生影响。在本文中，农民工的职业

分为 5 类，所在行业分为 6 类，其分布状况见表 4。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中老人( 65 岁以上) 个数、小孩( 6 岁以下) 个数、家庭人均耕种

土地面积、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是否干部户、是否信教户或少数民族户。家庭中老人和小

孩的个数表达的是家庭中需要照料的人口。家庭需要照料人口越多，则农民工需要汇回

的收入以及提供的照料越多，从而带来经济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压力，影响其健康。土地是

家庭保障的一种方式，土地面积越多，种植业收入越多，可能提高健康水平; 但是由于耕作

投入的人力资本较多，可能有损健康，土地面积对健康的影响还有待考察。家庭人均居住

面积则表达了农民工的生活环境，这也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变量之一( Jalan and Ｒavallion，

2003)。信仰宗教可以使人得到心理安慰，减少外部不利环境对心理的压力，稳定个人的

情绪，提高受访者个人自评健康状况( 郑凤田等，2010)。为了控制宗教信仰对自评健康的

影响，本文将是否为信教户作为计量分析中的控制变量。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

等也对农民工的健康产生影响，其作用机制类似于信教户，因此本文将这两类家庭合并。
描述性统计显示，农民工家庭为干部户的比例为 8． 26%，老人个数和小孩个数分别为 0． 27
个和 0． 19 个，家庭耕种土地面积为 10． 01 亩，居住面积为 135． 21 平方米。

四、估计结果及解释

首先来看混合横截面 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5 给出了以行政区划距离和城乡

交叉标准划分的迁移地点对健康影响的估计结果。该结果显示，迁移到外县城镇、本省

省城、外省城镇以及境外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要显著好于在本乡的打工者。比较例外

的是迁移到外县农村的农民工，其健康要显著差于本乡打工者。分性别来看，迁移地点

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影响，在趋势上相似，但是从估计结果看，对女性的影响要明显

大于男性。若分别从行政区划距离和城乡两个标准划分的迁移地点的影响来看( 见表

6) ，则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即从迁移距离看，迁移地点距离本村越远，对健康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迁移到城镇较之于迁移到农村，对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女性而言，

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混合横截面估计的结果与我们日常的观察相符合，即那些迁移距离较远以及迁移

到城市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较好。但是，这一估计结果实际上没有剔除选择效应的影

响。在迁移过程中，那些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有更高的概率进行远距离迁移。这样，

选择效应就掩盖了迁移对健康的真实效应。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来

剔除选择效应，从而估计迁移对健康的真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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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农民工迁移地点对健康的影响: 混合横截面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变 量
混合横截面 Logit 模型

全部 女性 男性

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

全部 女性 男性

男性 0． 242＊＊＊ ． ． ． ． ．

( 0． 044) ． ． ． ． ．

年龄 － 0． 010 － 0． 046＊＊ 0． 002 0． 088 0． 145 0． 073

( 0． 010) ( 0． 020) ( 0． 012) ( 0． 059) ( 0． 142) ( 0． 069)

年龄平方 － 0． 000＊＊＊ 0． 000 － 0． 001＊＊＊ － 0． 002＊＊ － 0． 003 － 0． 002*

(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1) ( 0． 002) ( 0． 001)

教育年限 0． 034＊＊＊ 0． 036＊＊ 0． 032＊＊＊ 0． 057 0． 046 0． 067

( 0． 008) ( 0． 015) ( 0． 010) ( 0． 046) ( 0． 081) ( 0． 059)

接受培训 0． 357＊＊＊ 0． 565＊＊＊ 0． 316＊＊＊ － 0． 357* － 0． 283 － 0． 352

( 0． 066) ( 0． 162) ( 0． 073) ( 0． 212) ( 0． 471) ( 0． 245)

干部户 0． 281＊＊＊ 0． 493＊＊＊ 0． 167 0． 003 0． 029 － 0． 117

( 0． 085) ( 0． 142) ( 0． 107) ( 0． 414) ( 0． 911) ( 0． 482)

少数民族户 － 0． 049 － 0． 140 － 0． 001 － 0． 305 － 0． 450 － 0． 146

( 0． 066) ( 0． 123) ( 0． 078) ( 0． 813) ( 1． 429) ( 1． 039)

信教户 0． 069 0． 237 0． 028 0． 922＊＊ 0． 614 1． 099*

( 0． 088) ( 0． 172) ( 0． 104) ( 0． 468) ( 0． 743) ( 0． 637)

老人个数 － 0． 157＊＊＊ － 0． 107 － 0． 178＊＊＊ 0． 078 0． 245 0． 070

( 0． 038) ( 0． 069) ( 0． 045) ( 0． 221) ( 0． 427) ( 0． 265)

小孩个数 － 0． 024 0． 058 － 0． 047 0． 264 0． 690＊＊ 0． 140

( 0． 045) ( 0． 084) ( 0． 053) ( 0． 170) ( 0． 342) ( 0． 201)

人均土地耕种面积 0． 053＊＊＊ 0． 035* 0． 055＊＊＊ － 0． 060 － 0． 051 － 0． 076

( 0． 010) ( 0． 019) ( 0． 012) ( 0． 047) ( 0． 058) ( 0． 074)

人均居住面积 － 0． 001* 0． 000 － 0． 002* 0． 006 － 0． 011 0． 012*

( 0． 001) ( 0． 002) ( 0． 001) ( 0． 005) ( 0． 010) ( 0． 006)

打工收入( 对数) 0． 160＊＊＊ 0． 102＊＊ 0． 178＊＊＊ 0． 077 0． 012 0． 101

( 0． 026) ( 0． 050) ( 0． 032) ( 0． 091) ( 0． 187) ( 0． 107)

打工花费( 对数) 0． 030＊＊＊ 0． 049＊＊＊ 0． 022＊＊＊ 0． 044＊＊＊ 0． 102＊＊＊ 0． 024

( 0． 006) ( 0． 012) ( 0． 008) ( 0． 016) ( 0． 031) ( 0． 019)

消费支出( 对数) － 0． 141＊＊＊ － 0． 194＊＊＊ － 0． 109＊＊＊ 0． 158* 0． 146 0． 193*

( 0． 029) ( 0． 054) ( 0． 035) ( 0． 096) ( 0． 178) ( 0． 117)

职业( 以职业 1 家庭经营者为基准)

职业 2 － 0． 089* 0． 006 － 0． 136＊＊ 0． 806＊＊＊ 1． 297＊＊＊ 0． 730＊＊＊

( 0． 051) ( 0． 096) ( 0． 061) ( 0． 172) ( 0． 357) ( 0． 204)

职业 3 0． 448＊＊＊ 0． 952＊＊＊ 0． 232* 0． 780＊＊ 2． 396＊＊ 0． 461

( 0． 103) ( 0． 197) ( 0． 122) ( 0． 380) ( 0． 967) ( 0．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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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混合横截面 Logit 模型

全部 女性 男性

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

全部 女性 男性

职业 4 0． 065 0． 305 － 0． 061 1． 069 0． 952 1． 202

( 0． 227) ( 0． 370) ( 0． 293) ( 0． 774) ( 1． 598) ( 0． 903)

职业 5 0． 095 0． 515＊＊＊ － 0． 108 0． 489* 0． 981* 0． 472

( 0． 085) ( 0． 159) ( 0． 102) ( 0． 270) ( 0． 514) ( 0． 332)

行业( 以行业 1 农业为基准)

行业 2 0． 000 － 0． 120 0． 090 0． 054 － 0． 896* 0． 328

( 0． 072) ( 0． 140) ( 0． 086) ( 0． 237) ( 0． 514) ( 0． 277)

行业 3 0． 140* － 0． 125 0． 211＊＊＊ 0． 149 － 0． 684 0． 337

( 0． 073) ( 0． 186) ( 0． 081) ( 0． 237) ( 0． 601) ( 0． 262)

行业 4 0． 110 － 0． 196 0． 181 0． 261 0． 583 0． 236

( 0． 112) ( 0． 377) ( 0． 121) ( 0． 452) ( 1． 045) ( 0． 491)

行业 5 0． 062 0． 026 0． 075 － 0． 018 － 0． 950* 0． 232

( 0． 073) ( 0． 135) ( 0． 090) ( 0． 269) ( 0． 527) ( 0． 339)

行业 6 0． 014 － 0． 108 0． 089 － 0． 020 － 0． 858 0． 161

( 0． 074) ( 0． 146) ( 0． 087) ( 0． 247) ( 0． 551) ( 0． 281)

迁移地点( 以迁移地点 1 本乡外村为基准)

本县外乡 0． 213＊＊＊ 0． 210* 0． 190＊＊＊ 0． 049 － 0． 376 0． 072

( 0． 061) ( 0． 119) ( 0． 072) ( 0． 221) ( 0． 558) ( 0． 247)

外县农村 － 0． 280＊＊ － 0． 493* － 0． 262＊＊ 0． 408 0． 982 0． 208

( 0． 119) ( 0． 280) ( 0． 133) ( 0． 408) ( 1． 014) ( 0． 454)

外县城镇 0． 258＊＊＊ 0． 201 0． 269＊＊＊ 0． 121 0． 423 － 0． 03

( 0． 070) ( 0． 128) ( 0． 084) ( 0． 280) ( 0． 609) ( 0． 332)

本省省城 0． 178＊＊ 0． 376＊＊＊ 0． 083 － 0． 146 － 0． 693 － 0． 01

( 0． 070) ( 0． 134) ( 0． 083) ( 0． 278) ( 0． 668) ( 0． 315)

外省农村 － 0． 086 0． 294 － 0． 214 － 0． 750* － 0． 155 － 0． 883*

( 0． 115) ( 0． 241) ( 0． 132) ( 0． 428) ( 1． 216) ( 0． 466)

外省城镇 0． 110* 0． 362＊＊＊ － 0． 029 － 0． 573＊＊ － 1． 046* － 0． 523*

( 0． 057) ( 0． 102) ( 0． 069) ( 0． 264) ( 0． 630) ( 0． 298)

境外 0． 315* 0． 024 0． 326* 0． 646 ． 0． 907

( 0． 167) ( 0． 411) ( 0． 185) ( 1． 259) ． ( 1． 274)

截距 0． 683＊＊ 1． 879＊＊＊ 0． 449

( 0． 304) ( 0． 579) ( 0． 366)

观测值 15 083 4 353 10 730 2 717 826 1 891

注: 括号内为 S． E;＊＊＊p ＜ 0． 01，＊＊p ＜ 0． 05，* p ＜ 0． 1; 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我们使用 Bivariate
Probit 模型对不同年份的健康状况两两进行了估计，以便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条件下检验不可观测因素对健康状况的

影响情况。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不同年份健康状况之间的 ρ 值都显著不为 0，且随着间隔年份缩小，ρ
值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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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按行政区划距离和城乡划分的迁移地点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

迁移地点
混合横截面 Logit 模型

全部 女性 男性

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

全部 女性 男性

按行政区划距离划分的迁移地点( 本乡外村为基准)

本县乡外 0． 213＊＊＊ 0． 204* 0． 192＊＊＊ 0． 056 － 0． 268 0． 092

( 0． 061) ( 0． 119) ( 0． 072) ( 0． 221) ( 0． 549) ( 0． 246)

本省县外 0． 167＊＊＊ 0． 229＊＊ 0． 125* 0． 065 0． 075 0． 046

( 0． 057) ( 0． 109) ( 0． 068) ( 0． 238) ( 0． 568) ( 0． 269)

省外 0． 099* 0． 347＊＊＊ － 0． 029 － 0． 540＊＊ － 0． 817 － 0． 526*

( 0． 055) ( 0． 101) ( 0． 067) ( 0． 259) ( 0． 612) ( 0． 291)

按城乡划分的迁移地点( 以农村为基准)

城镇 0． 093＊＊ 0． 238＊＊＊ 0． 030 － 0． 185 － 0． 265 － 0． 131

( 0． 039) ( 0． 073) ( 0． 047) ( 0． 164) ( 0． 332) ( 0． 192)

注: 括号内为 S． E;＊＊＊p ＜ 0． 01，＊＊p ＜ 0． 05，* p ＜ 0． 1; 模型估计中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在此处省略，若有需

要者可与作者联系。

表 5 后三栏给出了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剔除了选择效应后，迁移地

点对健康的影响发生了明显变化: 相比于本乡外村的农民工，迁移到外省农村和外省城

镇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显著较差，迁移距离以及迁移地点的城乡差异对农民工的健康

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分性别来看，女性农民工迁移到外省城镇地区后健康状况显著较

差，而男性农民工迁移到外省农村后健康状况显著较差。若以行政区划距离和城乡两

个标准划分，则仅有迁移到省外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显著较差，且没有性别之间的差

异。这一结果表明，到外省的迁移对农民工的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迁移对健康的真实效应既包括正向效应，也包括负向效应。在剔除选择

效应后，我们发现迁移到外省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效应超过了正向效应。而在省内的

迁移则对农民工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迁移地点的城乡差别对农民工健康没有显著影

响。其背后的原因，首先是到外省的迁移意味着农民工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交

往，甚至饮食习惯等都要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农民工心理适应和生理适应上的障碍，影

响其健康状况，这一点已经为大多数研究迁移与健康的文献所证实( Benyoussef，1974;

Chiswick et al．，2008; Chen，2011)。不同于一些小国，中国不同省份之间的习俗、生活

方式等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无疑会给农民工的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相比较

而言，省内迁移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变化则要小得多。
其次则是中国存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割。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割，使

得农民工无法融入打工所在地，成为打工地的“边缘群体”。这种分割导致他们无法有

效获得打工地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服务资源，从而影响其健康状况。近年来，城乡

二元分割已经在逐步淡化，一些省份已经取消了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的区别。但是，地

区之间的分割，特别是跨省分割还比较严重。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保障的覆盖存在

明显的跨省差别。即使全部覆盖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项目，也存在严重的

地区分割。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例，在地方行政辖区隔离特征方面的表现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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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一般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管理的，定点就诊医院基本

是县内的公立医疗机构，当地参合农村居民在县内就诊时可以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财务支持，所以在本县内务工的农民工，其医疗服务的可得性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解

决。但是，新农合的医保手续不能进行县外转接，大多数外出务工地点超出本县县域的

农民工，若生病时返回本县治疗，则无论病情、时间和经济上都不允许，所以，有些务工

地点超出本县县域的农民工，一旦生病则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或者干脆放弃治疗，损

害了身体健康，加速了健康资本折旧。而到外省市城镇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则同时遭受

三重分割带来的歧视，即城乡户籍分割、地方行政分割以及城市公有体制内外的分割

( 朱玲，2009)。
再次，对卫生医疗资源的可得性是影响农民工短期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我

国医疗资源分布的城乡差异比较大，城市地区拥有我国 80%的医疗资源，而广大的农村

地区仅占有 20%的医疗资源( 温晟，2010)。农民工到城镇地区务工后，面对着质量较高

的医疗服务体系，理论上可以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但是，现实情况是他们无法有效利

用这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城市管理体制中地方行政辖区隔离的

制度性障碍之外，还有以下原因: 其一，外出务工以收入最大化为目的而被迫“忽视”医

疗服务利用。我国农村的留守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外出务工人员要承担家庭

留守人员的生活开支、预防性资金需求和农业生产投入品的费用支出。家庭开支的巨

大压力降低了农民工医疗服务利用的可得性。其二，农民工的三无身份，即无当地正式

户籍身份、无合法工作机会身份、无永久居留身份，造成了对公共服务利用的畏惧( 苑会

娜，2009) ，使他们不愿意利用医疗服务。其三，不知道流入地的医疗服务使用规则，导

致其无法有效利用医疗服务( Gimeno-Feliu et al．，2013)。其四，超时劳动导致没有时间

利用医疗服务。有些农民工工作 10 年，除了春节回乡而周末均无休息日，且每日工作

10 小时( 朱玲，2009)。农民工虽然面对城市地区较好的医疗服务供方，但是却无法有

效利用，损害了身体健康水平。如果农民工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则长期看我国劳动力

的质量必然趋于下降，将严重降低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除了迁移地点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对农民工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值得指出的，一是

家庭小孩的数量。固定效应 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小孩数量对女性农民工的健康

状况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对男性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这背后有两个

主要原因: 一是女性作为小孩的主要照料者，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照料小孩，从

而影响其健康; 二是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相对于父亲，母亲更多将收入用于小孩身上，从

而降低自己的消费( Blumberg，1988)。二是外出打工的花费，对女性农民工健康有显著

正向影响，但对男性农民工却没有显著影响。根据作者对农民工的田野调查，出现这一

现象与不同性别农民工在打工地的消费行为有关。女性农民工的花费主要集中在个人

消费上，这些消费多有助于身体健康; 而男性农民工更多集中在社会交往、饮酒、抽烟等

项目上，多会有损于身体健康。三是职业和行业。在职业方面，相比于家庭经营者，受雇

劳动者、个体私营业主以及其他职业农民工健康状况显著要好。这一结果也存在性别

差异，职业对女性农民工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对男性农民工而言，除了受雇劳动者外，其

他职业都与基准职业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在行业方面，性别差异更加明显，在全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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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男性样本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中，行业对农民工的健康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女

性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比于从事农业，从事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以及其他

行业的女性农民工，其健康状况显著要差。这一结果表明，在迁移过程中女性农民工由

于其弱势地位受到的健康损害要大于男性。第四，教育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变量，在混

合横截面 Logit 模型的估计中，对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 但是，这一效应在固定

效应模型中消失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教育确实对健康没有影响，二是教育对健康的

影响在长期中很少发生变化，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中消去了。

五、结 论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但是，多数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迁移对

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实际上，农民工迁移到经济发达地区还可以获得健康的正向

效应。其真实效应如何需要可靠的经验研究。在实际估计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困难是

如何剔除迁移过程中健康的选择效应。本文基于中国 16 省区的微观面板数据，使用固

定效应 Logit 模型剔除选择效应，从迁移地点的角度研究了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
在本文中，迁移地点根据两个维度划分，即行政区划距离与城乡差异以及这两个标准交

叉划分的迁移地点。
混合横截面数据的估计显示，迁移距离越远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好，迁移到城镇地区

就业比迁移到农村地区就业健康状况要好。但是，在剔除了选择效应后，我们发现到外

省的迁移，包括迁移到外省城镇和外省农村，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迁移

带来的对健康的负向效应超过了正向效应。若以行政区划距离和城乡差异为标准来划

分迁移地点，则估计结果显示，迁移到外省对农民工的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省内

的迁移对农民工健康没有显著影响; 而迁移地点的城乡差异对农民工的健康没有显著

影响。
估计结果还存在性别差异，即迁移到外省城镇的女性农民工对其健康有显著负面

影响，而迁移到外省农村的男性农民工对其健康有显著负面影响。此外，在小孩数量、
打工花费以及职业和行业等变量的影响上，也存在性别差异。迁移对女性造成的负面

影响更为明显和复杂。
这些结果背后的原因，一是迁移距离对农民工心理和生理不适的负面影响。二是

因为我国仍然存在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导致了农民工无法融入打工地，特别是在外

省就业的农民工，无法融入打工地，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之外。这种分割

一方面使得农民工无法充分利用城镇地区的良好的医疗卫生资源，迁移到经济发达地

区对健康的正向效应不能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从而影响

其健康。三是农民工无法有效利用打工地的医疗资源，从而影响其健康。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做

出了贡献，而且在未来他们仍然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地区分割和城乡

分割不仅阻碍了他们迁移到发达地区后应该获得的正向健康效应，损害了他们的健康，

而且还极有可能将这种健康损害带回到农村。特别是对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不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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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农民工一样遭受地区分割和城乡分割带来的歧视，而且还遭受性别歧视，其脆弱性

更高。
上述结论在政策上的含义，一是地区分割和城乡分割应该逐步消除，特别是地区之

间的分割，其影响已经超过城乡分割。在不能消除的情况下，打工地政府也应该逐步向

农民工放开各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将农民工纳入到本地公共管理之下。其次，从对

健康影响比较直接的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资源入手，尽快实现医疗保险手续的异地转

接，尤其要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跨省转接。同时，由于部分农民工加入了流入

地的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所以，有关部门还要积极探索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与这两类医疗保险之间的转接，保障农民工的健康权利。最后，针对女

性农民工的健康脆弱性，政府一方面需要将本地女性保护的政策覆盖到外来女性农民

工群体; 另一方面也要出台相应的措施，例如扩大生育保险对女性农民工的覆盖面，保

护女性农民工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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